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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下我国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的
多案例研究

贾依帛,  苏敬勤,  张雅洁
（大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摘　要： 在双重劣势情境的限制下，一部分本土中小供应商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快速成

长为隐形冠军企业，并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然而，鲜有文献对此进行深入诠释。本文

选取我国3家隐形冠军企业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解析了在全球价值链中隐形冠军企业的形成过

程以及其中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1）关系嵌入深度是隐形冠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特定生产

制造环节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2）拓展利基市场广度是隐形冠军企业在利基

市场中快速获得市场领导地位的关键因素。（3）关系嵌入深度和拓展利基市场广度的循环促

进机制为隐形冠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升级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同时，本土独特的情境

特征是两类关键因素产生的根本原因。本文不仅丰富了隐形冠军和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文献，也

为我国其他中小供应商在全球价值链中摆脱低端锁定困局、成为竞争优势显著的隐形冠军企

业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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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隐形冠军企业凭借卓越的产品服务、稳定的持续增长能力以及全球视野，在行业市场以及

区域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Simon，2012）。
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一批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简称GVCs）的本土中小供应

商，通过一系列举措来快速提升工艺水平和定制化研发能力，不仅摆脱了发展早期所处的微利

化、低价值、经营风险较高的“被俘获”窘境，在特定国际细分市场中成长为拥有持续性竞争优

势的隐形冠军企业。如鹏鼎控股与宁波华翔（贾依帛等，2022）。基于GVCs背景，对我国隐形冠

军企业的形成过程开展研究，在扭转学界长期形成的中小企业向大型跨国公司学习的思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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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偏见的同时（Mckiernan和Purg，2008），更可为国内其他制造企业有效应对国内外激烈竞

争的挑战，进而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路径选择。

尽管现有文献从组织、创新、国际化等视角对隐形冠军企业的研究已较为丰富（李森等，

2020），但多数参照Simon的理论框架，基于静态视角来探究此类特殊企业的概念界定、典型特

征及成功因素等（Yoon，2013；Voudouris等，2000），而围绕隐形冠军企业的动态形成过程尚未

被深入探究（葛宝山和王治国, 2020），这使其他本土中小供应商难以有效模仿这种独特的发展

模式。另外，正如Simon（2012）所述，隐形冠军企业现象不仅是德国中小企业独有的，也同样适

用于其他国家。然而，以往研究背景大多基于德国、希腊、瑞典等发达国家，对于来自非西方背

景的见解却较少。尽管Van Agtmael（2017）在新兴经济体中识别出新兴隐形冠军企业，但既有

文献尚未对我国隐形冠军企业给予足够关注，正如李森等（2020）提出需基于中国独特情境拓

展隐形冠军企业的异质性研究。

事实上，我国多数隐形冠军企业发展初期普遍面临着双重劣势的情境限制，即一是面临着

资源禀赋劣势，即高度资源约束（缺乏丰富的高技能劳动力资源、生产知识等）以及核心技术能

力缺失（Kothari等，2013）；二是在GVCs中处于权力劣势地位。这类隐形冠军企业发展早期以

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优势嵌入至GVCs中（Hennart，2018），由于处于权力弱势地位，使

得其容易被全球主导企业长期“俘获”于低附加值的嵌入环节中（胡峰等，2021），甚至面临着随

时退出价值链的风险（甄珍和王凤彬，2020）。诧异的是，这些本土中小供应商虽在双重劣势的

情境限制下，并不利于建立产品或服务竞争优势以及获取市场领导地位，但依然能在GVCs中
快速形成为隐形冠军企业，这与当前学者们大多默认“隐形冠军企业形成依赖于高级资源禀

赋，即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与高素质劳动力”的前提假设存在悖论（Buckley和Hashai，2014）。
因此，本文聚焦于双重劣势情境限制下的隐形冠军企业，解析该类型本土中小供应商的形成规

律。研究问题如下：面临双重劣势的情境限制，GVCs下本土中小供应商如何形成为隐形冠军企

业？其中关键因素是什么？

基于上述研究问题，本文选取我国3家典型的隐形冠军企业，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开展研

究。首先，析出GVCs下影响本土中小供应商形成为隐形冠军企业的关键因素，并探究不同关键

因素的阶段性表现特征；其次，通过阐述不同关键因素对企业形成过程的作用机理，构建

GVCs下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的理论模型。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既有隐形冠军企业以及全球

价值链相关理论，也为我国其他中小供应商在GVCs下中摆脱“低端锁定”困局，快速形成为具

有较强竞争优势的隐形冠军企业提供了启示意义。

二、  文献综述

（一）隐形冠军企业相关研究

隐形冠军企业是Simon（1996）在其著作《隐形冠军：全球最佳500名公司的成功之道》

（Hidden champions：Lessons from the World’s Best Unknown Companies）中首次提出的概念，被

称为在某一狭窄的利基市场中从事低调的产品交易，赚取高额利润且可以存活很长时间，但对

自己的成功保持谨慎态度的一群中小企业。同时，Simon（2009）研究发现，一家公司被视为隐

形冠军企业需具备三个标准：全球市场份额排名前三或所在大陆上名列第一；销售收入低于

40亿美元；社会知名度低，不被公众所熟知。这类企业的“隐形”并不是在刻意回避公众，其主要

原因在于超2/3的隐形冠军企业长期专注于B2B领域，为全球大型制造商提供天窗、吸管、齿轮

等中间产品或配套服务。本文将着重探究这类隐形冠军企业的形成过程。

既有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利用实证研究与描述性分析来识别出隐形冠军企业的主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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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Audretsch等，2018）。例如， Yoon（2013）将隐性冠军企业描述为高效的技术创新者和积

极的专利申请者。此外，雄心勃勃的目标（Simon，2009）、强有力的领导风格（Voudouris等，

2000）、接近客户（Rant和Cerne，2017），全球化战略（Ramsey等，2016）、高绩效员工（Simon，
2009）与良好的组织氛围（Voudouris等，2000）均是隐性冠军企业获得并保持全球市场领导地

位的重要原因。尽管不少学者对隐形冠军企业现象进行了深入解析，但关于隐性冠军动态性以

及演化性的文献仍然相当稀缺，特别是隐性冠军企业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贾依帛

等，2022），使得不利于挖掘出这类独特企业的发展轨迹及规律。

与此同时，Simon（2009）认为新兴市场国家也存在着大量来自不同行业的隐形冠军企业，

并被Van Agtmael（2007）定义为新兴隐形冠军企业，且研究发现，他们正以独特的市场竞争力

在全球范围内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隐形冠军企业不断涌现，国内不少学者

逐步开始围绕其技术创新模式、管理认知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Lei和Wu，2022）。然而，既

有研究大多停留于“去情境化”且静态视角，导致在有别于西方的情境下，对隐形冠军企业过程

性研究仍然较为有限且模糊，进而难以解释我国隐形冠军企业如何在双重劣势情境限制下，在

GVCs中仍能快速形成的“迷思”。
（二）GVCs与隐形冠军企业形成相关研究

作为国际商务领域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GVCs被认为是在全球范围内连接研发设计、制

造、销售、售后服务等过程以实现商品和劳务价值的网络性结构（Gereffi，2014）。其中，升级与

治理作为GVCs分析框架的核心组成部分，与隐形冠军企业的形成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先前研

究表明，参与GVCs不仅是本土中小供应商融入全球市场的关键手段，而且能为其从全球主导

企业处获取资源与生产技术经验提供了重要契机（Cano-Kollmann等，2016），进而促使本土中

小供应商不断提升知识储备与技术能力，甚至能够实现由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攀

升，最终形成为隐形冠军企业（Choksy等，2017）。
上述文献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是GVCs如何影响隐形冠军企业的形成过程，而最终所呈现

的积极结果通常被称为升级（Su等，2021）。尽管在GVCs文献中，升级一词经常被用来强调新

兴市场国家企业“向增值阶梯上升（value-added ladder）”的路径（Morrison等, 2008），但这些企

业的升级轨迹以及其中的影响因素仍不够明确。既有文献表明，在差异化的国情背景下，新兴

市场国家企业的升级轨迹往往更为复杂（Giuliani等，2005），被认为是在GVCs中不断获取生产

资源与市场知识，以实现建立竞争优势的长期过程（Ponte和Ewert，2009；贾依帛等，2022）。不
幸的是，既有文献围绕在双重劣势情境限制下本土中小供应商如何形成为隐形冠军企业的过

程尚付阙如，这一独特的升级轨迹在GVCs分析框架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另一方面，在GVCs治理结构中，对于隐形冠军企业而言，与全球主导企业的关系通常被认

为是一种战略资源，以获得其所缺乏的所有权优势（Meyer和Peng，2016；Yang和Deng，2017）。
同时，隐形冠军企业形成与发展也往往以他们与全球主导企业间的关系为中介所进行的

（Yeung和Coe，2015）。以上文献体现出全球主导企业作为GVCs治理结构的构建者，在隐形冠

军企业的升级过程中通常发挥着重要作用（Gereffi和Lee，2016），但在其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

却不十分明确（Giuliani等，2005），以及是否且如何帮助隐形冠军企业提升竞争优势所作出的

努力，仍存在严重的分歧（Ponte和Ewert，2009；Werner，2012）。另外，随着内部资源存量与能力

等关键要素的动态变化，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中开始逐步承担着设计、研发以及安排全球生

产等价值链重要职能，进而导致GVCs治理结构发生着显著变化（Sako和Zylberberg，2019）。然
而，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如何影响GVCs治理结构也同样尚未得到有效揭示，进而导致学界

难以揭示出GVCs治理的高度复杂性及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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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选择

本文主要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原因如下：首先，目前关于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的研究

进展仍处于早期起步阶段，亟待开展理论建构工作，而案例研究方法的核心目的就是扩展现有

理论并产生新的理论见解（苏敬勤等，2022），从而有利于本文系统化构建理论模型；其次，本文

研究主题属于“如何（how）”与“为什么（why）”型范畴的问题，而案例研究方法则适合于过程与

机理类问题的研究（Eisenhardt，1989），因而与本文研究问题相适配；最后，与单一案例研究相

比，尽管多案例研究方法会一定程度上损失案例的“故事线”，但通过应用“逐项复制逻辑”，不
但能使得不同案例素材间重复佐证，而且也有助于识别不同类型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的差

异与相似之处，帮助本文设计类似准实验逻辑的研究框架，以期最大限度达到理论饱和且提高

案例研究过程的外部效度，使研究结论更具普适性、稳健性和精炼性（Eisenhardt和Graebner，
2007）。

（二）案例企业选择

鉴于本文研究问题，隐形冠军企业样本选取采用了理论抽样。这种方法有助于最大限度地

发现构念之间的差异，并根据它们的属性与维度来强化类别（Eisenhardt和Graebner，2007）。因
此，所选择的隐形冠军供应商需符合两个条件：一方面，案例企业需满足Simon（2009）对隐形

冠军企业的概念界定，并且符合我国隐形冠军企业实际销售收入情况（一般不超过1亿欧元）

（李森等，2020）。具体来说，（1）全球市场领导者，即所占全球市场份额在行业中达到前3位，或

在中国市场份额最高；（2） 年收入在20亿人民币以下；（3） 在B2B市场提供中间产品，且这些企

业不为利基市场之外的终端消费者所熟知。另一方面，借鉴Sturgeon（2002）的观点，根据产品

及生产工艺的标准化程度，选取了三种类型的供应商：（1）商品供应商，即通过正常的市场关系

提供标准化产品；（2）专属供应商，使用专为特定买方需求的设备来生产非标产品；（3）交钥匙

供应商，为买家生产定制化产品，使用非专用设备为不同客户提供全承包服务。

因此，选取的案例样本包括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简称“双童”）、宁波恒帅微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恒帅”）、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方邦”），这些企业均是业内公认

的全球市场领导者。表1提供了3家案例企业主要特征的比较，并分别显示了在GVCs中与其合

作的全球主导企业。
 

表 1    案例企业主要特征

特征维度
案例企业

双童 恒帅 方邦

隐形冠军
特征

主要产品 吸管 汽车微电机 电磁屏蔽膜
销售收入 2.19亿人民币 5.57亿人民币 3.20亿人民币
员工人数 330 500 200

全球市场份额 30%全球市场第一 25%全球市场第一 24%国内市场第一

供应商
特征

供应商类型 商品供应商 专属供应商 交钥匙供应商
产品及生产流程标准化 低 中 高

全球主导企业
家乐福、沃尔玛、 特易购、
星巴克、半岛咖啡厅等

博世、大陆、电装、宝马、
本田、现代等

京东方、苹果、三星、
华为、MEKTEC等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为增加案例数据的丰富性与可靠性，本文采用三角验证的策略，通过多种方式、渠道来收

集信息。首先，通过对三家案例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进行面对面的半结构化访谈收集一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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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2018年共对3家案例公司的11名包括董事长、各部门经理及技术工程师等高层管理

者进行了14次访谈，访谈时长为980分钟（详见表2）。访谈遵循开放式访谈协议，允许受访者描

述他们在开发过程中的工作经验，所有的访谈资料全部录音且进行了及时转录；其次，二手数

据主要来源于公司门户网站、公司内部文件与公共媒体报道，尽可能多地收集3家案例企业的

公开数据，如客户关系管理、企业策略调整、产品开发经验等。通过实时数据和档案数据同时收

集和验证，能够有效避免了回溯性解释、印象管理等严重影响研究信度的问题（Eisenhardt和
Graebner，2007）。
 

表 2    访谈情况汇总

访谈日期 案例企业 访谈者 时长（分钟）

2 018.06.03—2 018.08.03 双童 董事长、总经理、生产总监 290
2 018.03.18—2 018.03.19 恒帅 董事长、商务部部长、生产总监、工程技术部部长 360
2 018.08.08—2 018.10.08 方邦 董事长、项目管理总监、首席技术官、市场总监 330

 
 

在分析数据过程中，本文采用了Gioia提出的一种基于扎根思想的数据编码方法（Gioia等，

2013），并采用定性研究软件NVivo11，便于对获得的大量案例素材进行梳理、总结，以此提炼

出能够揭示研究问题的关键构念，为后续核心内涵表达、构念间关系解释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具体数据处理过程遵循既定的技术和程序，主要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根据研究主题将受访者

提供的短语、术语或相关描述编码为“树节点”，在编码过程中，被采访者使用的语言始终被保

留，随后将这些树节点以相似的含义聚为更高级别的节点，即一阶概念；一阶概念既是由原始

数据中忠实于受访者的相关短语或段落经过归类后加贴标签形成的，也是基于数据和理论反

复比较的结果；其次，通过分析一阶概念之间的异同，在与相关文献进行迭代基础上，将同类概

念归纳为表示理论内涵且具备一定逻辑关系的“二阶主题”。这个过程正如Eisenhardt（1989）所
述，这个过程是递归的而不是线性的。例如，包含访谈人谈论扩大生产线或开发关键生产设备

实例的类别，被归入了一个名为“生产过程转型”的主题；最后，对得到的二级主题进一步提炼，

最终产生了一些“聚合维度”。数据结构如图1所示。同时，将数据、概念、主题、维度与现有理论

之间不断循环，在最大限度保证理论饱和的同时能够揭示关键构念之间的关系（Gaur和
Kumar，2018）。

根据对案例素材的反复编码结果可知，关系嵌入深度与拓展利基市场广度这两个核心构

念被清晰地展现出来，是影响隐形冠军企业形成的关键因素。关于两类关键因素的内涵特征，

本文主要依据数据编码结果（相对应的二阶主题），并参考既有文献进行明确。具体而言：嵌入

理论曾被广泛应用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中（Johanson和Vahlne，2009），已有学者指出隐形冠军

企业最初以要素成本优势嵌入GVCs中有利于增强企业竞争优势以及国际化绩效（谭云清和翟

森竞，2020），其知识资源获取、产品竞争力以及技术能力提升等方面均与全球主导企业的合作

关系密不可分（甄珍和王凤彬，2020）。因而，根据案例数据编码结果可知，关系嵌入深度指的是

隐形冠军企业在GVCs中与全球主导企业之间紧密程度以及合作领域，反映了企业的技术能力

和产品竞争力。拓展利基市场广度则强调隐形冠军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业务覆盖范围及所拥有

的客户数量，从而反映了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与盈利能力。

四、  案例分析

本文借鉴组织成长阶段模型和生命周期理论（Pettigrew，1997；Van De Ven和Poole，
1995），根据这些变量的变化特征，将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起步生存阶段、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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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成长阶段与稳定发展阶段。本文将重点讨论隐形冠军企业关系嵌入深度与拓展利基市场广

度在各发展阶段中的动态变化过程，并重点关注了全球主导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一）起步生存阶段

在起步生产阶段，由于技术基础薄弱，缺乏明显的产品竞争优势，3家案例企业在GVCs中
寻求与全球主导企业合作时主要遇到了两方面障碍。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发展初期企业在

行业内知名度较低，仅有少数知名跨国公司愿意与其进行合作；另一方面，这些全球主导企业

在选择供应商时通常会有严格的供应商认证标准，主要包括质量保证、交货速度和价格水平。

例如，BHflex多次要求方邦以样品的形式测试屏蔽膜功能的稳定性。因此，为顺利和全球主导

企业达成交易，建立初步的客户关系，3家案例企业需严格按照国际标准，按时生产出高质量产

品，以满足客户的生产制造需求。

因此，3家案例公司通过扩大生产线且开发关键生产设备等应对策略，来提升工艺水平以

及改造生产流程。例如，双童租用了工业用地和数十间民房来扩大生产线，到2004年已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吸管制造商。恒帅引进机械手等设备，并组建2条自动化生产线，4条半自动化电机

生产线，使得洗涤泵年生产能力提高到1 200万件。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屏蔽膜的性能稳定性。

方邦要求内部技术人员开发出精密镀膜和真空电镀等关键生产设备，这为其带来了稳定的产

品质量与成本控制能力。总之，通过生产工艺的改造，提高了3家案例企业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健

性，使他们能够顺利与全球主导企业完成了交易，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关系嵌入
深度

拓展利基
市场广度

� 客户数量

� 全球业务覆盖范围

一阶类别

客户需求
� 需根据国际标准来生产高质量产品
� 需提供更多个性化产品或服务
� 需共同开发新产品

聚合维度

应对策略

� 客户亲密度
� 合作领域

� 提升工艺水平
� 改造生产流程

� 调整内部组织机构
� 建立协同研发网络

� 生产制造需求
� 定制化产品需求
� 联合研发需求

� 改造柔性生产线

� 建立研发部门
� 培育研发能力
� 优化生产模式

� 扩大生产线

� 开发关键生产设备

� 建立跨国技术服务中心

� 与客户共同进行产品开发

� 与主要客户的交易频次

� 合作双方的相互依赖程度

� 承担更高层次的生产任务

� 提高项目的产品利润率

� 在全球范围内为多个客户服务

� 快速提升全球市场份额

� 与不同国家客户建立紧密的合作
 关系

� 产品行销多个大洲

二阶主题

 
图 1    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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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改造了工艺流程，但与各自所在行业的优秀供应商相比，3家案例企业在起步阶

段的生产规模与技术能力仍处于明显劣势。特别地，大多数全球主导企业并不认为案例企业是

其供应链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反更关心的是这些小型供应商是否按照所设置的认证流

程与产品基本参数，包括价格、质量和供给能力等来提供标准化产品，从而使得双方交易频次

较低且在生产过程中并无大量协作与沟通。因此，在起步生产阶段，3家案例公司的关系嵌入深

度特征可以被描述为“一般交易型”，这意味着，由于这些企业现阶段技术水平较低，导致与全

球领先公司的合作紧密度较低，且合作领域仅聚焦于标准化产品交易层面。另外，对于全球主

导企业来说，虽这一供货渠道的丧失对其业务并无太大影响，但他们也向提供了一些技术指导

与资金支持，以确保3家案例企业能够提供产品质量的一致性。正如恒帅董事长许总解释的那

样：“在恒帅发展初期，本田教会了我们很多质量管理经验，并定期专门委派了工程师来帮助我

们组建起更为先进的自动化电机装配线。”
虽然3家案例企业与少量全球主导企业建立起合作关系，但无论是产品还是企业品牌均未

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即使经常参加技术交流会议与行业供应商大会，可接触到的潜在合作客

户也非常有限。因此，在起步生存阶段，3家案例公司的拓展利基市场广度呈现出“简单型”特
征，主要体现为客户数量较少，全球业务覆盖相对集中。例如，恒帅的客户（如本田、现代等）与

方邦的客户（如BHflex）主要来自于日本和韩国，双童虽订单不断，但主要集中于沃尔玛、特易

购这两家大客户，但随着内部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3家案例企业也陆续吸引到全球其他

国家与地区潜在客户的合作兴趣。

（二）快速成长阶段

随着与全球主导企业交易频率的增加，3家案例企业的产品质量、可靠性与生产能力均有

着显著提升。为承担更多生产任务，在各自利基市场中获得规模经济效应，3家案例企业一方面

努力拓展与已有客户的合作领域，积极尝试承担多样化的产品开发任务，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全

球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市场，以快速提升全球市场占有率。然而，不同类型客户的终端产品种类

与应用场景的异质性，不仅对案例企业的产品品质、生产工艺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而且在

外观、功能、材质等主要参数的选择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对案例企业原有的大批量生产模式和

非标研发流程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因此，为与现有客户建立更为深入的合作关系，并从不同国

家的潜在客户处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3家案例公司需开发和生产出不同品类的产品，以满足

更多客户的定制化产品需求。

因此，案例公司通过建立柔性化生产模式及产品研发体系等应对策略，来培育研发能力以

及优化生产模式。例如，双童一方面引入ERP管理系统对库存状态和订单进度进行及时监控，

使企业向“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模式转变，另一方面，根据客户对吸管多样化的风格需求，双

童组建了研发团队，开发出眼镜吸管、爱情吸管、艺术吸管等十余种个性化吸管。恒帅在“微电

机产品规格数据库”上开发了不同规格的洗涤泵模具，该数据库总结了全球不同整车制造商所

涉及的70多种规格型号、工艺参数等。另外，根据不同的洗涤泵生产要求，恒帅还通过不断优化

装配设备，建立了14条自动化小批量生产线，从而在电机的振动、噪声、耐温度和密封方面为客

户提供多种技术解决方案。通过建立内部研发中心与标准化的研发管理体系，方邦不断升级自

主研发设备参数和化学配方，以满足不同客户对屏蔽膜的轻度、柔韧性、插入损耗等差异化需

求。简言之，通过研发能力的提升，使得3家案例企业能够像家具和服装等行业一样，为不同客

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个性化产品及服务。

能够承接定制化生产任务，使得全球主导企业重新审视3家案例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作用，

在增加对其信任度与依赖度的同时，双方交易频次与交易额也开始显著提升。特别是在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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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开发过程中，由于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产品的技术特征较为复杂，因而案例企业与全球主

导企业开始围绕产品设计方案、应用模式及生产流程等方面进行频繁的技术交流，其中包括以

派专家驻厂、授课、解决技术问题等方式对案例企业进行培训指导，并在此过程中达成了多项

具体的合作协议。同时，由于案例企业技术水平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尤其在同类型

生产规模下，能够开发出更多不同规格、不同功能的产品类型，进而更容易获得全球主导企业

明确的前瞻性承诺，双方开始建立双向信任、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例如，恒帅于2014年被本田

评为“优秀供应商”且双方制定了明确的长期合作目标。因此，在快速成长阶段，3家案例企业的

关系嵌入深度特征可以用“优先合作型”进行描述，这意味着显著提升了与全球主导企业的合

作紧密度，且合作领域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产品供应，还涉及定制化的产品研发项目。此外，在

合作过程中，通过与全球主导企业的市场信息交流和技术成果共享，3家案例企业能够持续获

得国际市场知识，提高技术能力，更利于从事产品开发和设计等高附加值活动。

与全球主导企业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对3家案例企业在GVCs中开拓潜在客户起到了示

范作用，使得其在利基市场的客户数量与业务覆盖范围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恒帅于2012年，

已占据了15%欧洲市场份额与12%美国市场份额，双童常态化客户有3 000多家，静态客户达到

1万家以上。因此，3家案例企业在快速成长阶段的拓展利基市场广度呈现出“多元型”特征。这

意味着，一方面案例企业在GVCs中与不同类型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全球市场份额处

于行业前列，形成了规模经济效应，避免了对少数全球主导客户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业务的

广泛覆盖增加了客户需求的异质性，有利于案例企业研发经验的持续积累，进一步提高了产品

的竞争力与盈利能力。

（三）稳定发展阶段

近年来，3家案例公司所在的GVCs终端产品市场（如吸管、手机、汽车等）呈现出技术变革

快、个性化程度高及竞争日趋激烈等特征，这些变化增加了全球主导企业与大型供应商进行协

同创新活动的意愿，以获得GVCs中异质性、独特的知识资源与人力资本（Schubert等，2018）。
在此背景下，为提升价值链整体的及时响应能力及竞争优势，全球主导企业开始尝试与3家案

例企业保持战略协同来共同参与终端产品的研发，并要求后者建立专门的联合研发团队或海

外研发中心，实现质量工程与结构工程的快速匹配，快捷高效地推出满足市场新需求的前沿性

创新成果。因此，为满足客户的联合研发需求，3家案例企业需要调整原有的封闭式研发模式，

设置更为合理的组织结构。

因此，案例公司通过调整内部组织机构或组建研发团队等应对策略，来调整内部组织机构

以及建立协同研发网络。例如，双童内部建立了吸管研发中心，并联合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塑料研究所等成立了全国吸管创新实验室，先后开发出卡通吸管、夫妻吸管、老人专用吸

管等40多种新型吸管。为了促进与宝马、特斯拉等国际整车厂商的长期技术交流，恒帅于

2016年成立了北美研发服务中心，并与客户协同研发出全球技术领先的“车用光学传感器主动

清洁装置”，并在宝马、特斯拉等客户的部分车型上得到了广泛应用。方邦与知名品牌手机厂商

（如华为、三星等）及FPC厂商（如BHflex等）共同组建技术研发团队，在分享各自行业最新技术

成果的同时，该团队开展了“高频、极低插入损耗电磁屏蔽膜”的研究，其中研发出的HSF-
USB3.1大幅改进了原有产品的轻薄度、挠曲性和插入损耗等性能。

3家案例企业通过与全球主导企业以不同的组织形式（如研发团队、项目组及研发中心等）

建立起协同研发网络，能够充分利用各自的技术优势，缩短终端产品研发周期，降低研发风险

与成本。这样一种围绕新产品开发的协同合作机制促使案例企业与全球主导企业形成了较高

的合作紧密度，进一步加深双方的依赖程度，也创造出良好的相互学习环境，其中双方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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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密切的知识与信息交互（包括各自研发专长与创新文化等）。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流动变得

越来越递归和双向，从而促使案例企业的技术、品质及研发水平等在GVCs中建立持续竞争优

势，不断承接更多高附加值的生产项目，日益成为各自利基市场中的领导者。正如恒帅董事长

许总所述，“当我们与宝马等主要客户合作开发新型洗涤泵时，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分别得到了

更多的技术支持，这也使得我们填补了企业当时的技术空白……并且我认为这种共生合作关

系让信息交流更加顺畅”。因此，在稳步发展阶段，3家案例公司的关系嵌入深度特征可以用“战
略伙伴型”进行描述，这意味着案例企业与全球主导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从传统的简单供应模

式转变为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使得双方在文化、组织结构、研发体系等方面保持战略协同，以

确保终端产品开发的效率和质量。

随着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在行业内得到普遍认可，3家案例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和业务覆

盖范围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例如，双童占据了全球30%以上的市场份额，吸管行销全球180多个

国家及地区；恒帅在2013—2017年期间，已成为全球41家整车厂商的核心供应商且占据25%的

全球市场份额，排名全球微电机行业第一。同时，这些案例企业在维持原有市场份额的同时，不

断向行业其他应用领域进行市场拓展。例如，除了消费电子产品，方邦还将电磁屏蔽膜材料应

用于汽车电子、通信设备等领域。恒帅以微电机技术为核心，不断应用于不同领域的产品，包括

后备箱及侧门电机、风扇电机、ABS电机等；因此，3家案例公司在稳定发展阶段的拓展利基市

场广度呈现出“复杂型”特征，即客户结构进一步复杂化，市场需求变化更加难以预测，而这也

意味着案例企业仍需要持续改善生产流程与提升新产品研发效率，以保持在GVCs中的竞争

优势。

借鉴Simon（2009）的研究成果，3家案例企业凭借在品质、创新、服务以及与客户的合作紧

密度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占据了行业较高的全球市场份额，从而成为了各自利基市场中的隐形

冠军企业。另外，在形成为隐形冠军企业后，虽然在具体行动上存在差异（如恒帅和方邦都在积

极准备上市），但3家案例公司仍在寻找机会持续增强关系嵌入深度与拓展利基市场广度，以承

担更多的高附加值生产任务，从而巩固他们在GVCs特定生产制造环节中的核心供应商地位。

五、  GVCs下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理论模型

以上案例分析发现，关系嵌入深度与拓展利基市场广度是本土中小供应商在GVCs中形成

为隐形冠军企业的关键因素，并在不同发展阶段分别表现出差异化特征，如表3所示。同时，关

系嵌入深度与拓展利基市场广度两类关键因素分别在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差异化

作用，并据此提出GVCs下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理论模型（见图2），具体如下：

首先，隐形冠军企业在发展初期面临着资源禀赋劣势，为在GVCs特定生产制造环节中快

速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需要通过持续增强关系嵌入深度来提升产品竞争力及技术水平。一方

面，受提高绩效、增强竞争力的主观意愿的影响，根据客户需求变化而采取适应性应对策略是

隐形冠军企业持续增强关系嵌入深度的必要条件。对于处在狭小利基市场的隐形冠军企业而

言，为追求规模经济效应与市场领导地位，往往坚持以客户为导向，尤其是对全球主导企业需

求的变化更加敏感（Landau等，2016）。因而，在客户的生产制造需求、定制化产品需求及联合研

发需求的牵引下，隐形冠军企业通过及时采取改造生产流程、获取研发能力及建立协同研发网

络等应对策略进行适配，在顺利与客户达成交易，增加合作紧密度的同时，使其有能力承接更

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生产及研发任务，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与客户的合作领域，最

终不断增强在GVCs中的关系嵌入深度。这一研究发现呼应了Rant和Cerne（2017）观点，即隐形

冠军企业偏好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偏好进行研发和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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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GVCs下隐形冠军企业关键因素的阶段性特征

起步生存阶段 快速成长阶段 稳定发展阶段
客户需求 生产制造需求 定制化产品需求 联合研发需求

应对策略
改造工艺流程
提升工艺水平

获取研发能力
优化生产模式

调整内部组织机构
建立协同研发网络

关系嵌入深度

全球主
导企业

产
品
参
数设

置

案例
企业

一般交易型

一般交易型

全球主
导企业

市
场
知
识

技
术
成
果

案例
企业

优先合作型

优先合作型

全球主
导企业

协同研发
项目

案例
企业

战略伙伴型

战略伙伴型

拓展利基市场广度

简单型

案例企业

订单 订单

订单

简单型
多元型

案例企业

订单
订单

订单

订单订单订单

多元型

复杂型

案例企业

订单
订单订单

订单 订单

订单订单订单

复杂型

　　注：不同颜色代表客户类型的多样化。
 
 

 
 

� 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
权力劣势地位

一般交易型 优先合作型 战略伙伴型

简单型 多元型 复杂型

不同阶段客户需求变化

� 生产制造需求
� 定制化产品需求
� 联合研发需求

利基市场广度持续增强

关系嵌入深度持续增强

牵
引

全球主导企业不同的
知识溢出形式

� 设置认证流程与产品参数
� 现场技术指导与人员培训
� 协同研发网络中的
多频次互动

本土独特的情境特征

提升产品竞争力

与技术水平

获取较高的全球市

场份额与盈利能力

技
术
支
持

资
源
基
础

循环促进机制

� 庞大的国内市场容量
� 对当地市场需求的熟知

支
撑

推
动

隐
形
冠
军
企
业

本土独特的情境特征

� 资源禀赋劣势

图 2    GVCs下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理论模型
 

另一方面，从三种关系嵌入深度类型上看，隐形冠军企业关系嵌入深度的持续增强所引起

的与全球主导企业合作关系的变化，通过不同的技术或管理领域知识溢出形式，来提升企业的

技术水平与产品竞争力，从而在GVCs特定生产制造环节中获得持续竞争优势，见表3。具体而

言，（1）在一般交易型中，全球主导企业通过设置严格的供应商认证流程与产品基本参数，倒逼

隐形冠军企业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提升。另外，全球主导企业也会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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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2）在优先合作型中，全球主导企业通过现场技术指导与人员培训等

形式，开始与隐形冠军企业进行大量的技术交流来分享市场信息与技术成果，使其获得了国际

市场知识与产品设计知识，进而有能力从事高附加值的活动，如个性化产品的开发和设计等；

（3）在战略伙伴型中，隐形冠军企业与全球主导企业建立起的协同研发网络，使双方以信任与

互惠为基础在产品开发、信息交流、资源获取等领域发生多频次互动。双方合作关系的深化提

升了其中知识流动的频率与便捷性（范雅楠和云乐鑫，2021），从而更有助于提升隐形冠军企业

获取前沿性技术范式与研发管理经验的效率与准确性，进一步增强行业技术壁垒与产品竞争

优势。综上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1：关系嵌入深度是隐形冠军企业在GVCs特定生产制造环节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

的关键因素。

其次，为了在利基市场中快速获得市场领导地位，隐形冠军企业也需要通过在GVCs中持

续拓展利基市场广度，来提升全球市场份额与盈利能力。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奉行专业化的

经营战略，隐形冠军企业通常需要通过全球化战略来突破利基市场狭隘，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

经济（Yoon，2013），因而驱动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积极与更多的客户群体建立合作关系，扩大业

务全球覆盖范围，使拓展利基市场广度的特征从“简单型”到“多元型”，再到“复杂型”不断变

化，以此快速提升全球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的业务覆盖，特别是与更多不同

类型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隐形冠军企业带来了较高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进一步增

加了企业可替代的客户数量。这有助于其减少对少数全球主导企业的过度依赖，增强了经营自

主权，促使隐形冠军企业逐步具备了与不同客户谈判时的主动权以及在关系租金等方面的协

商能力，从而能够从日常生产活动中获取较高的产品附加值。例如，在双童案例中，由于吸管的

高替代性，企业很容易受到一些全球主导公司（如沃尔玛、麦当劳等）的价格掠夺。“生产一根吸

管只能赚8毫钱，也就是0.0008元，”双童董事长楼总讲道。因此，双童开始在日本与国内等不同

地区开发大量订单少但利润更高的中高端客户群体，促使企业从2004年到2014年的产值增长

了4.2倍，一年能够创造出2000多万的利润。综上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2：拓展利基市场广度是隐形冠军企业在利基市场中获得市场领导地位的关键因素。

最后，关系嵌入深度和拓展利基市场广度的循环促进机制为隐形冠军企业在GVCs中不断

升级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而这也是本土中小供应商在GVCs中实现快速升级的新轨迹，这与

传统观点，即“向增值阶梯上升”是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在GVCs中实现升级的关键路径

（Morrison等，2008）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关系嵌入深度的持续增强帮助企业获取了必要的知

识资源且增强了技术水平，使得隐形冠军企业有能力承担更为复杂且高附加值的定制化产品

生产及设计项目，进而在利基市场中形成产品竞争优势，为其在全球范围内接触到更多客户群

体，持续拓展利基市场广度提供基础。反过来，持续拓展利基市场广度不仅有利于占据较高全

球市场份额，更易于获取全球独特的、分散的知识资源，如多样化的市场信息、客户需求等，为

促使隐形冠军企业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功能以及研发水平来拓展与全球主导企业的合作领

域，以持续增强关系嵌入深度提供支撑。总体而言，这种循环促进机制推动隐形冠军企业更好

地满足全球范围内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最终为企业保持产品竞争优势与市场领导地位提

供可持续动力。综上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3：关系嵌入深度和拓展利基市场广度的循环促进机制为隐形冠军企业在GVCs中不

断升级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

如何解释关系嵌入深度与拓展利基市场广度能够顺利产生的原因？在这里，隐形冠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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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过程中所面临的两方面本土独特情境特征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具体而言，一是隐形冠军

企业在形成过程中所面临的双重劣势情境发挥着驱动作用，一方面资源禀赋劣势使得企业通

常将与GVCs中的全球主导企业的合作关系视为一种战略资源，更为积极地增强关系嵌入深

度，即与这些关键客户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为帮助隐形冠军企业迅速提升劳动生产

率、技术水平、产品品质以及技术复杂度等创造了条件，以此在利基市场中增强其产品竞争力；

另一方面，在GVCs中所处权力弱势地位，使得隐形冠军企业对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可替代的客

户数量有着更为强烈的意愿，因而通过持续拓展利基市场广度来积极与更多国内外客户群体

建立合作关系，快速提升全球市场份额，以此减低企业对少数全球主导企业的过度依赖，增加

经营自主权。“当时已经有不少客户要与我们洽谈合作，但我们通常会优先考虑利润率较高的

项目……我们也会降低一些大客户的订单量，一般不超过年产量的30%，以便我们在后续合作

时有更多的灵活性，”恒帅董事长许总描述道。二是庞大的国内市场容量以及对当地市场需求

的熟知，使得隐形冠军企业更加注重国内市场的开发，例如，双童2016年内销占比70%，2018年
恒帅国内业务占比47%，由此不断增加的国内市场份额为企业在行业内快速拓展利基市场广

度提供支撑作用。然而，与高度重视全球营销网络推动的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平均有30个外国

子公司）（Simon，2009）相比，隐形冠军企业显然国际化水平不足，全球业务覆盖范围仍需进一

步拓展。综上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4：双重劣势、庞大的国内市场容量以及对当地市场需求的熟知等本土独特情境特征

是关系嵌入深度与拓展利基市场广度能够产生的根本原因。

命题4a：双重劣势对关系嵌入深度与拓展利基市场广度产生起到了驱动作用。

命题4b：庞大的国内市场容量与对当地市场需求的熟知对拓展利基市场广度产生起到了

支撑作用。

六、  结论与展望

尽管Simon的隐性冠军企业概念已经在新兴市场国家得到了验证，但关于面临双重劣势

的情境限制，全球价值链下本土中小供应商如何形成为隐形冠军企业等问题尚付阙如。因此，

为了填补这一理论空白，本文聚焦于双重劣势情境限制下的隐形冠军企业，通过采用多案例研

究方法，挖掘出了关系嵌入深度与拓展利基市场广度这两个关键因素，并以此构建出GVCs下
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理论模型。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启示。

首先，通过探究双重劣势情境限制下隐形冠军企业在GVCs中的形成过程，弥补了既有成

果多基于静态视角所造成的隐形冠军企业动态性上的理论缺口。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

隐形冠军企业现象，主要从概念界定、典型特征及成功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Yoon，2013；
Voudouris等，2000），但大多停留于“去情境化”且静态视角进行探讨，导致难以有效解释我国

隐形冠军企业在双重劣势情境限制下，在GVCs中仍能快速形成的“迷思”。与此不同，本文立足

于双重劣势这一本土独特情境，创造性地提出了关系嵌入深度与拓展利基市场广度是GVCs下
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并解析出其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持续增强两类因

素，来快速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以及市场领导地位的动态过程。同时，通过明晰本土独特情境

特征对两类关键因素能够产生的影响作用，更为清晰地展示了不同国家情境下隐形冠军企业

形成过程的独特性。研究结论挑战了传统假设，即隐形冠军企业形成依赖于高级资源禀赋，特

别是较强的创新能力与高素质劳动力（Buckley和Hashai，2014），并回应了对李森对基于中国

独特情境开展本土隐形冠军供应商的异质性研究的呼吁（李森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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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分别揭示全球主导企业与隐形冠军企业对GVCs治理结构所发挥的作用，有利

于揭示出GVCs治理的动态性及高度复杂性，以此深化GVCs治理相关理论。尽管全球主导企业

在构建与协调价值链上发挥着核心作用（Gereffi和Lee，2016），但既有文献对其在支持与帮助

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功能仍存在争议（Ponte和Ewert，2009），反过来也鲜有

揭示隐形冠军企业形成对GVCs治理结构所带来的影响。与此不同，本文在探究隐形冠军企业

在GVCs中形成过程的同时，重点揭示了全球主导企业在其中扮演的具体作用。一方面，为保持

GVCs长期可持续性与效率，全球主导企业通常通过管理或技术相关活动帮助隐形冠军企业提

升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与研发能力；另一方面，全球主导企业通过与隐形冠军企业建立长期、可

持续的合作关系，从而在战略制定、信息交流、资源获取等方面实现多重互动。同时，本文还发

现了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使全球主导企业持续受益于其能力提升与产品升级，进而有利于

共同促进终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盈利能力。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学界关于重新审视

隐形冠军企业在GVCs治理结构中所发挥出的作用的呼吁（Sako和Zylberberg，2019）。
最后，通过揭示隐形冠军企业在GVCs中实现快速形成与升级的路径，为未来探索更复杂

的新兴国家企业升级轨迹提供了有益借鉴。既有GVCs文献遵循传统假设，即“向增值阶梯上

升”是GVCs中快速升级的关键路径（Morrison等，2008），但忽视了不同国情背景下，新兴市场

国家企业升级轨迹的复杂性与独特性。与此不同，本文发现在双重劣势这一本土独特情境下，

关系嵌入深度与拓展利基市场广度的循环促进机制是隐形冠军企业在GVCs中的关键升级轨

迹。特别是，这种循环促进机制强调是以更好地满足全球范围内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为根本

动力，以此推动隐形冠军企业不断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与市场领导地位，深化了Ponte和
Ewert（2019）提出的关于客户需求与企业升级间的关系，有利于学界更为深刻地理解新兴市场

国家企业独特的升级模式。

本文为我国其他中小供应商在GVCs中快速形成为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隐形冠军企业提

供了若干启示。首先，中小供应商应更加专注于所在的细分市场，对客户需求变化保持战略敏

锐性，以此及时提升生产技能与研发能力进行适配，进而为在GVCs中获得升级机会与空间奠

定基础；其次，中小供应商应以增强关系嵌入深度为核心目标，积极与全球主导企业保持长期

紧密的合作关系，在保证订单与合作项目的同时，充分利用技术扩散的外溢效应来不断吸收先

进技术与管理经验，驱动企业不断改进产品品质与生产工艺以此在利基市场中获得持续性竞

争优势；再次，中小供应商还应持续拓展利基市场广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全球市场中与更

多的客户群体建立合作关系，在快速抢占全球市场份额的同时，减少对全球主导企业的过度依

赖，以此增强其经营自主权与盈利水平；最后，中小供应商既要有全球视野，更要利用好我国超

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的比较优势，在新产品研发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本土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与用户体验，提供更为优质且贴合本土需求的产品供给，以此快速抢占国内市场份额，最终实

现“本土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
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完善。首先，本文聚焦于面临双重劣势情境限制的隐形冠军

企业，未来将进一步探究处于其他情境（如在资源禀赋或GVCs权力地位存在优势等）的隐形冠

军企业发展过程；其次，本文重点关注GVCs中全球主导企业对隐性冠军企业形成过程中所发

挥的作用，而没有过多涉及链上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不同GVCs治理结构中参

与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从松散到紧密的变化态势，这极大地影响了本土中小供应商的升级机

会与形成轨迹（Humphrey和Schmitz，2001）。未来研究应探讨不同GVCs治理结构下隐性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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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形成规律；最后，为了开拓全球各地市场，消除文化、语言和思维框架的障碍一直是隐形

冠军企业持续占据高市场份额的关键所在。许多访谈显示，独特的企业家领导风格和战略敏捷

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Xing和Liu，2015）。因此，未来研究应该沿着这条线索，对我

国隐性冠军企业的形成过程进行更为系统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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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double disadvantage context, lo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suppliers can still quickly form hidden-champion enterpris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which has
gained wide attention from academia and industry. However, there are few in-depth interpretations in the
literature. Taking 3 Chinese hidden-champion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key factors of hidden-champion enterprises in GVCs, and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hidden-champion enterprises in GV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Relationship-embedded depth is a key factor for hidden-champion
enterprises to quickly g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specific manufacturing link of
GVCs. (2) Niche-market breadth is a key factor for hidden-champion enterprises to quickly gain market
leadership in the niche market. (3) The circular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relationship-embedded depth
and niche-market breadth provides sustainable power for the rapid 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hidden-
champion enterprises in GVCs. Moreover, the unique local 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and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relationship-embedded depth and
niche-market breadth.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It explor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hidden-
champion enterprises in GVCs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double disadvantage context, making up the
theoretical gap in the dynamics of hidden-champion enterprises. (2) It reveals the role of global-leading
enterprises and hidden-champion enterprises on the GVC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dynamic nature
and high complexity of GVC governance, deepen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GVC governance. (3) It
reveals the rapid 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ath of hidden-champion enterprises in GVCs, providing a
useful reference for future exploration of more complex upgrading trajectories of enterprises in
emerging countries. The conclusions also provid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other small and medium-
sized suppliers in China to get rid of the low-end locking dilemma, and quickly form hidden-champion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GVCs.

Key words: hidden-champion  enterprises; formation  process; key  factors; global  value
chains; case study

（责任编辑：宋澄宇）

 

50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5卷第10期）

http://dx.doi.org/10.1002/tie.21767
http://dx.doi.org/10.1111/ecge.12063

	一 引　言
	二 文献综述
	三 研究设计
	四 案例分析
	五 GVCs下隐形冠军企业形成过程理论模型
	六 结论与展望
	参考文献

